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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研究 40 年 *

——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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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从宗教信仰与经济、宗教信仰与政治、宗教信仰与社会、宗教信仰与文化四个范

畴，论述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学者的东南亚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研究的发展变化。其中，宗教信仰

与经济主要包括宗教信仰与工商业经济、宗教信仰与侨乡现代化及宗教信仰的经济目的，宗教信仰

与政治主要包括宗教信仰与同化、宗教信仰与公共外交，宗教信仰与社会主要包括宗教信仰与文化适

应、宗教信仰与华人社团、宗教信仰与跨国社会互动，宗教信仰与文化主要包括宗教信仰与文化传

播、宗教信仰与中华艺术。论文认为，东南亚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研究还有三个可以努力的方向：一是

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的内涵有待于进一步明确；二是研究资料的学术价值有待于进一步挖掘；三是女性

移民的宗教信仰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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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paper�discusses�the�development�and�changes�of�China’s�scholars’�research�on�the�religious�
beliefs�of�overseas�Chinese�in�Southeast�Asia�during�the�past�40�years�of�Reform�and�Opening-up�in�four�

categories:�religious�beliefs�and�economy,�religious�beliefs�and�politics,�religious�beliefs�and�society,�and�

religious�beliefs�and�culture.�Religious�beliefs�and�economy�mainly�focus�on�religious�beliefs�and�economy�

of�industry�and�commerce,�religious�beliefs�and�modernization�of�overseas�Chinese�hometown�and�economic�

purposes�of�religious�beliefs.�Religious�beliefs�and�politics�primarily�pay�attention�to�religious�beliefs�and�

assimilation�as�well�as�religious�beliefs�and�public�diplomacy.�Religious�beliefs�and�society�chiefly�include�

religious�beliefs�and�the�cultural�adaptation,� religious�beliefs�and�Chinese�communities,�and�religious�

beliefs�and�the�interaction�of�transnational�societies.�Religious�beliefs�and�culture�mostly�study�relig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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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fs�and�the�dissemination�of�culture,�religious�beliefs�and�Chinese�art.�The�paper�demonstrates� that�

three�directions�for�the�study�of�religious�beliefs�about�overseas�Chinese�in�Southeast�Asia�can�be�further�

explored,�clarified,�and�strengthened:�the�connotation�of�religious�beliefs�of�overseas�Chinese,�the�academic�

value�of�research�materials,�and�the�study�of�religious�beliefs�of�female�immigrants.

在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程中，华侨华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此相应，学界围绕

“华侨华人与中国发展”这一主题的研究也走过了40年，其中，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宗教信仰A问题是

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中国学者四十年来的东南亚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研究呈现出一些阶段性特征。20 世纪 80 年代改

革开放初期，虽然华侨史仍是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的重点，但侨乡与华侨华人之间的互动、侨乡现代

化等议题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对东南亚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的研究也从静态的历史叙事转向了动态

的现实关切。20 世纪 90 年代，特别是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以后，学者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形

成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综合交叉之势，研究议题也愈加细化和深

入，如华商崛起的宗教因素、华人社团的结构功能、侨乡传统的复苏演变、宗教文化的交流传播

等。而金融风暴和排华事件的发生，促使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宗教信仰与经济发展、政治认同的关

系。进入新千年以来，东南亚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研究仍呈喷发之势，产生了众多的专题性研究成果，

如各种制度性宗教、民间宗教、民间信仰、俗信等，这些研究具有明显的宗教学学科倾向。随着东

南亚华侨华人跨国移民实践的开展、跨国移民网络的形成，关于其宗教信仰的研究也呈现出更多的

“全球”视野。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如何从宗教

信仰方面整合、利用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优势资源，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本文拟对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学者的东南亚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研究加以探讨分析，从经济、政

治、社会、文化四个范畴来论述 40 年来研究情况的发展变化，通过梳理东南亚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研

究的学术史，分析总结已有研究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寻找并确立今后研究工作的学术起点。

一、华侨华人宗教信仰与经济

这一范畴学界主要关注宗教信仰能否促进经济发展，如何以宗教信仰为纽带吸引华侨华人的捐

赠与投资，以及宗教信仰为信众带来的物质利益等问题，包括宗教信仰与工商业经济、宗教信仰与

侨乡现代化及宗教信仰的经济目的三个方面。

（一）宗教信仰与发展经济
结合东南亚经济的发展状况，学者们把祖先崇拜、宗族伦理、道德原则等视为中华文化（主要

是儒家文化）的一部分，来探讨宗教信仰与工商业经济之间的关系。这是“韦伯式命题”在东南亚

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研究中的回响与呼应。在韦伯“文化—经济”分析框架下，围绕着宗教信仰是否

适应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学者们展开了讨论。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东亚、东南亚等所谓儒家文化圈区域内经济的崛起，“儒家资本主

义”“华人资本主义”之说渐兴。受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1987）、杜维明《新

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1989）等著作的影响，学界倾向于证伪“韦伯式命题”，即

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伦理精神对于东方民族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同样具有促进作用。如陈荣耀认为，

儒家资本主义的成功，说明儒家文化和商品文化是相通的。［1］陈为民等人认为，儒家伦理可以与现

代企业精神实现“对接”，东亚、东南亚的经济奇迹就是实证。［2］在认可宗教信仰是工商业经济发

展有利因素的同时，林济阐述了祖先崇拜、俗信等在适应工商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轨迹与规律，

A�本文所指的宗教信仰，既包括佛教、道教、基督教等所谓的制度性宗教，也包括孔教、德教、先天道

等民间宗教，还包括妈祖、城隍、土地等民间信仰，以及祖先崇拜、阴阳五行等各种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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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这种嬗变对近代工商业经济发展的意义。［3］

而随着 1998 年亚洲金融风暴的爆发，证伪“韦伯式命题”反被证伪，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中华

文化不再被认为是东南亚华商成功的致胜之道。梁英明认为，在东南亚华商的兴起和发展中，首先

是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条件所决定的。儒家文化并不是东南亚华商发家致富的法宝。［4］

从儒家伦理中寻找韦伯新教伦理的“功能性等价物”，如基于血缘关系、亲族关系、家族主义的

华人伦理精神，是学界论证宗教信仰能够促进工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立论基础，但这一研究进路也

遭到了质疑。陈文寿认为，儒教价值观并非中国商人获得成功的途径，商业成功的价值观具有普通吸

引力，不只是东方独有的。［5］龙登高也对文化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选择论更能解释华商的文化现象

和经济行为。［6］李国梁指出，不能把儒家文化夸大到对华人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地步，以免导

致“儒家文化致胜论”。［7］黄海德、张禹东主编的《家教与文化》一书中也认为，要在东南亚现代化

进程中去把握华侨华人宗教文化的世俗化趋势和传统宗教的现代价值。［8］

也有学者认为，证伪“韦伯式命题”及证伪“韦伯式命题”被证伪，本身就是“伪命题”，既没

有把握住韦伯理论的要义所在，也没有找准理论阐述的逻辑起点。如马涛认为，�“韦伯所要论证的核

心，是新教伦理促成了西方理性资本主义经济组织这一特殊的现象的出现，而不是笼统地谈论经济

的崛起和发展之类的问题，更没有涉及到讨论如何使未开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问题。”［9］从马涛的观

点出发，考察宗教信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重点，不是儒家伦理促进或阻碍了经济发展，而是华商

在“采借”西方理性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实现自身崛起时，如何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进而形成了有

别于西方模式的特殊性。

（二）宗教信仰与侨乡现代化
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尤其是改革开放伟大决策的实施，华侨华人对中国

经济建设的意义愈加受到重视。在宗教信仰的联结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通过不断深化与华侨华人

的经济往来，侨乡的现代化进程也得以持续推进。庄国土认为，中国政府侨务政策愈加成熟的表现

之一，就是允许侨乡地区利用以宗族乡亲社团为基础的非官方渠道，吸引华侨华人回乡投资。［10］黄

昆章、张应龙主编的《华侨华人与中国侨乡的现代化》一书中，以广东、福建、广西、海南、浙江

五省的侨乡为例，考察了当地政府部门如何利用传统节日、宗亲会及民间信仰等，吸引华侨华人的

投资、捐赠等。［11］柯群英借用斯科特的“道义经济”概念，分析了新加坡华人指向侨乡的跨国实

践。她认为，侨乡通过运作与祖先崇拜相关的血缘关系、落叶归根等文化因素，促使新加坡华人感

到在道义上有责任通过馈赠、参与经济建设等方式，在侨乡重建祖乡。［12］

（三）宗教信仰的经济目的
早期中国人下南洋并非为了移民，而是追求财富。漂洋过海的风险、披荆斩棘的艰辛、堆金叠

玉的渴望，使得早期华侨的宗教信仰不论是来自原乡还是出于侨居地，抑或是信仰上的改教，大多

是出于经济目的。即使是已经落地生根、安家立业的华人，其宗教信仰也大多是为了经济利益。如

陈衍德以菲律宾为例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华人对民间神祇的选择，受唯灵是从的实用主义原则支

配；对东西方各大宗教的信奉，或是为了适应环境以求商业上的发展，或直接把它当做追求物质利

益和商业利益的手段。［13］王荣国以海神信仰为研究对象，切入中国海洋文化史与海洋社会经济史的

研究视域，探讨了我国历史上的海商、移民如何创造神灵，又是如何凭借自己所创造的神灵的力量

消除对海洋的恐惧，进而向海洋索取经济利益，拓展海外生存空间。［14］

二、华侨华人宗教信仰与政治

这一范畴主要关注宗教信仰在东南亚国家实现政治认同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中国如何利用宗教

信仰开展公共外交。包括宗教信仰与同化、宗教信仰与公共外交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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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教信仰与同化
随着战后东南亚国家的纷纷独立和国际冷战格局的逐渐形成，特别是 1955 年我国宣布放弃血

统主义原则、不再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后，绝大多数华侨加入了侨居国国籍，成为居留地国家公民。

为了强化华人的国家认同，所在国政府采取了各种同化政策，以期从文化上消灭华人传统，把华人

改造成符合本国政治意志要求的国民。华人的宗教信仰被认为是妨碍同化进程的重要因素，自然也

就成了首当其冲的同化目标。

20 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界盛行一时的“熔炉论”思潮，此时也被用以观察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同化

问题。如施坚雅通过对泰国华人的研究，指出华人同化于当地民族和社会，从历史和现实来看，都

是一个必然趋势。他认为泰国华人的宗教信仰提升了他们的同化程度，经历代际更替后华人很难保

持自身的独特性。［15］就像“韦伯式命题”引发的争议一样，施坚雅的观点对后来的研究影响深远，

赞成和反对之声成合奏之势。丘立本不同意施坚雅的观点，他认为泰国已经形成一个保持中华文化

成分的群体，并没有出现施坚雅所说的第二代、第三代华人将不复存在的情况。［16］事实证明，在同

化政策面前，华侨华人的宗教信仰即使是迫于政治压力而暂时低落，也能够继续存在并会适时东山

再起。施雪琴等人对印尼民丹岛华人宗教信仰的研究就表明，经历过苏哈托专制政权的华人宗教信

仰依然能够延续和复兴。［17］

东南亚各国国情不同，采取的同化政策也有所区别。对宗教信仰与同化政策及其适用性的认识，

应结合各国的政治、文化、历史背景加以理解。周南京剖析了东南亚华人同化问题的历史渊源、不

同时期的具体表现和存在的各种矛盾。他认为自然同化或者说认同，是比较理想的选择，而宗教并

非是民族同化最有效的手段。［18］黄昆章总结了东南亚各国同化政策的不同类型，认为要依据居留国

的华人政策、结合战后海外华人的心态变化，来解决华人的宗教信仰问题。［19］黄海德、张禹东主

编的《家教与文化》一书中结合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伊斯兰教背景，论述了华人宗教文化

在居留国同化政策下的遭遇、表现、反应及调适手段。［20］结合天主教在菲律宾的殖民扩张与文化适

应，施雪琴探讨了西班牙对菲律宾华侨的宗教政策和华侨的反应。［21］

学界虽然对各国为了达到同化目的而对华侨华人宗教信仰采取的做法有争议，但并不否认宗

教信仰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相关性。如庄国土以“族群理论”为分析工具，论证了包括宗教习俗在

内的族群文化可以促进国家认同。［22］针对宗教信仰之类的文化差异容易导致族群冲突的论点，

曾少聪认为，东南亚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由宗教信仰等文化差异引起的，主要的原因还是

政治和经济。［23］现实情况也表明，只要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处理艺术，宗教信仰之间的差异并不

必然弱化国家认同，更不会引发族群冲突。如李丰楙以马六甲三保山、吉隆坡广东义山的搬迁为例，

从政治修辞学的角度分析华人如何通过既是艺术也是谋术的言论与行动，解决政治上的效忠和文化

上的留根之间的紧张关系。［24］

（二）宗教信仰与公共外交
1992 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时

期；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开始全面参与世界的全球化进程。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宗教加快了全球流动和传播的速度，身处其中的中国必须面对宗教“去边

缘化”的趋势，重新审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发挥宗教在中国与世界交流中的作用。卓新平指出，

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要有“全球”视野，考虑其国际意义和国际影响，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使之

成为我国“软实力”的重要构成。［25］郑筱筠提出了“文化区位优势”的概念，主张中国“在与周边

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可以努力挖掘和发挥民族、宗教的积极作用，以正确引导，以民族和宗教的文

化区位优势与经济区位形成互补机制。”［26］徐以骅、邹磊探讨了“信仰中国”及其包含的三个板块。

东南亚属于第二板块，中国传统宗教与民间信仰在当地具有重要影响。处于第二板块的海外华人，

可以充当在宗教领域中外互相理解的传译者。［27］在“信仰中国”的基础上，徐以骅又阐发了“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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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的内涵，倡导“信仰中国”与“信仰周边”要良性互动，对接宗教与中国对外关系目标。［28］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如何发挥宗教信仰在东南亚地区的公共外交功能，成了

学界关注的热点。如张鹏认为，血缘宗亲、宗教信徒是国家公共外交战略体系中颇具特色的跨国社

会资本，建议将其视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特殊资源，来夯实中国—东盟公共外交的社会民意基

础。［29］马丽蓉也认为宗教因素是我国与丝路国家及周边国家发展双边关系的有利力量，应将宗教资

源转化为外交资源，优化“一带一路”软环境。［30］

三、华侨华人宗教信仰与社会

这一范畴侧重于宗教信仰如何满足华侨华人在东南亚生存、发展的现实需要，该范畴的研究具

有鲜明的功能主义色彩。主要包括宗教信仰与文化适应、宗教信仰与华人社团、宗教信仰与跨国社

会互动三个方面。

（一）宗教信仰与文化适应
“文化调适”是汉学人类学东南亚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也常被中国学者用以研究华侨华人宗教

信仰的社会功能。20 世纪 80 年代，李亦园曾指出，在文化调适理论框架下研究华人移民社会，要注

意不同的移殖类型所要面临的不同的适应环境。一类是本土移殖，包括台湾和海南岛；另一类是非

本土移殖或海外移殖，包括弱势客地文化的东南亚等地和优势客地文化的欧美等地。［31］为深入研究

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的文化适应，李亦园认为，“研究海外华人必先了解他们在国内（特别是华南）原

居地的社会文化状况，才能对他们的背景资料有所掌握。”［32］李亦园为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研究提供

了一个带有比较视野的分析框架，后来的研究基本上印证了李亦园的理论假设。某种程度上说，华

侨华人宗教信仰之所以能够在东南亚等地产生深远影响，华侨华人能够在适应当地环境的同时保留

更多的中华性，得益于东南亚的弱势客地文化属性。

对宗教信仰文化适应过程和结果的观察，只有放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和族群关系中，才能形成全

面而正确的认识。郑志明对泰国华人社会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就是从分析华人社会结构入手的。他

发现泰国的华人社会主要是以“五缘”作为群体连系的基础，以宗教作为文化凝聚力，建立起互补

互助的共利结构。［33］朱峰探讨了移民海外的基督教华人群体如何采用文化适应策略来解决种族之

间、族群之间的冲突与差异，以建立新的身份认同、宗教社区与族群传统。［34］段颖以泰国北部的原

国民党军队、眷属及其后裔为例，论述了他们如何借助宗教信仰完成从“孤军”、难民到华人族群的

认同建构与历史转变。［35］

文化适应是一个分阶段过程，不同阶段对应着不同的适应内容和方式。曹云华把文化适应分为

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他认为宗教信仰属于文化适应的高级阶段，东南亚华人通过改教、创教、坚

守传统宗教等多种方式来实现认同与融合。［36］陈美华从宗教建筑物来书写宗教信仰的文化适应，她

认为象征宗教神圣空间的庙宇的修建，意味着华人社会的形成，说明华人已经从“落叶归根”的故

国情怀转换为“落地生根”的本土认同。［37］

为保证文化适应的顺利进行，宗教信仰经常采取各种变通手段。针对菲律宾天主教徒的凯萨赛

圣母与华人眼中的“妈祖”之争，赵树冈认为这不过是不同族群透过对立诠释而操弄的符号，“藉由

神明创生神话及仪式庆典，建构我群的认同，而神明传说的不同文本则反映了当地族群互动的历史

隐喻。”［38］当然，对外在符号的诠释和操弄，不只存在于不同神灵之间。陈景熙通过考察泰国德教

白云师尊造像由“道貌”易为“僧容”的历史演变，论述了华人宗教如何采用“一种有意识的策略”

进行文化适应。［39］

（二）宗教信仰与华人社团
华人社团被认为是海外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之一，是维护华人社会运行的重要力量。而华人社

团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祖先神、乡土神、行业神及佛教、道教神灵等宗教信仰因素。谢剑以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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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华人的志愿社团为例，论述了志愿社团在新加坡这一多元社会及快速的都市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

色，并重点探讨了志愿社团组织原则中的宗教成分。［40］李明欢对华人社团进行了系统研究。她认为，

祖先崇拜、民间信仰等血缘地缘纽带，无论早期还是当代都在华人组团结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1］

曾玲、庄英章等人以战后 30 年广惠肇碧山亭为例，探讨了祖先崇拜与宗乡社群整合问题。他们

认为，祖先崇拜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的整合范围较中国本土有所扩展，几乎涉及华人社团所有类型。［42］

曾玲还考察了华南移民如何运用祖先崇拜、民间信仰等建立社团组织，以宗教信仰激发社团组织的社

会性和整合功能，实现华人社会的重建、重组，成功越洋再建家园。［43］她还以新加坡帮群组织海唇

福德祠绿野亭为案例，分析了殖民时代基于复合社团的华人移民社会结构与特征。［44］

（三）宗教信仰与跨国社会互动
身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延续着侨乡的传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华侨华人在参与侨乡现代化进

程的同时，也激活了侨乡一度中断的传统。近年来，鉴于侨乡传统的复苏和跨国移民的盛行，宗教

信仰与跨国社会之间的互动日渐受到学界重视。黄树民通过对厦门林村的持续调查，发现在祖籍地

传统的复苏中，华侨华人具有关键性作用。［45］王铭铭认为，侨乡为了吸引华侨投资而采取的鼓励

“寻根问祖”策略，是侨乡“传统复兴”的直接促进因素之一。［46］

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的跨国社会互动并不局限于居留国与祖籍地之间，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形

成了跨国社会互动网络。宋平以闽南鹏翔郑氏为个案，探讨了宗族组织在东南沿海的复兴与海外华

人跨国社会实践的关系。［47］陈进国提出了由核心区、辐射区、外围区构成的“中华信仰版图”，属

于辐射区的海外华人庙宇的庙际网络近些年不断扩大。［48］范正义从香火网络、认同危机等方面，分

析了海外华人民间信仰的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现象。［49］

四、华侨华人宗教信仰与文化

这一范畴侧重于把宗教信仰视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其如何在海外传播、扎根、变迁、发展。

虽然研究中也涉及宗教信仰的社会功能，但重点在于对宗教“文化现象”的阐述。主要包括宗教信

仰与文化传播、宗教信仰与中华艺术两个方面。

（一）宗教信仰与文化传播
可能是受到施坚雅的影响或因宗教文化的相似性，泰国华侨华人的宗教信仰较早地受到了较多

的关注。林悟殊对泰国大峰祖师和报德善堂进行了深入研究，经过严密的考证，厘清了大峰祖师的

生平事迹，分析了报德善堂创立、改组、发展过程及其成功之处。［50］段立生实地调查了泰国的中式

寺庙，分析了它们的由来及其与中国本土寺庙之间的关系。［51］同样是从寺庙考察入手，高伟浓把泰

国华人信仰神灵分为显神、女性神、放浪谐神、民生神四类，分析了四类神灵在泰国华人中的传播

和变迁过程。［52］

李天赐全面介绍了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民间信仰，详细考察了华侨华人民间信仰在海外传播的背

景、情况和原因。［53］在此基础上，他对妈祖信仰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的传布情况进行了详细描述。［54］�

徐李颖从新加坡城隍庙的历史和管理者入手论述其“佛教化”和“道教化”，从仪式与活动入手论述

其“阴”和“阳”。［55］危丁明以民间宗教先天道为例，论述了一个小宗派如何走出国门、走向东南

亚的传播过程。［56］石沧金考察了东南亚华侨华人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勾勒出中国传统宗教文化在

东南亚的传播、发展的基本轮廓。［57］

对于源自中国传统、流传于东南亚的特色宗教如孔教、德教等，学界也予以了关注。王爱平以

印度尼西亚孔教为例，论述了华人宗教与华人文化传承的关系。印尼孔教是中国儒学的宗教化和印

尼化，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特殊发展形式。印尼孔教发展的历史，实际上也是印尼华人文化实践和

文化创造的过程。［58］陈景熙从文化传承的主体、文化传承的方式与内容、文化传承的目的三个角

度，考察了新马德教紫系的文化传承机制。［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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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包容政策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华人宗教有着相对广阔的生存空间，其传播、发展

也形成了自身特色。白玉国认为，当代大马佛教已形成“信众——僧尼——寺庙——佛教组织”四要

素模式，“人间佛教”是马来西亚当代佛教的最主要特征。［60］张钟鑫分析了文化活动对于华人教会发

展的重要意义，描绘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华人基督教传播、发展的独特道路。［61］

对于东南亚地区来说，中国的宗教信仰无疑是外来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中国宗教文化就要

结合东南亚当地环境并采用相应策略。如郑志明认为德教在泰国传播有两种策略：一是依附于泰国

浓厚的佛教气氛，二是走慈善社团的路线。［62］陈衍德认为，中国民间“小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播，

实则利用了海外华人的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界线并不明确甚至合二为一。［63］

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即使是在东南亚这样的弱势客地文化区域，中国宗教文化在传播的

同时，也必然受到当地宗教文化的影响。郑志明以大伯公信仰为例，考察了中国宗教文化与当地宗

教文化的互动。他认为，东南亚客家社会的大伯公信仰就是不同族群文化融合的重要指针。［64］郑一

省实地考察了印尼棉兰华人的“肃坛持戒”、印尼坤甸华人的“烧洋船”、印尼山口洋华人的元宵大

游行等宗教仪式，探讨了中国宗教文化与当地宗教文化的相互影响。［65］

（二）宗教信仰与中华艺术
艺术与宗教总是如影随形，伴随着宗教信仰的海外传播，中华艺术也走进华人社会，成为维系

华人社会的文化力量，东南亚广为流传的华语戏剧就是证明。周宁认为，中国移民在海外生存的内

聚力主要依靠所谓的“小传统”，即“建立在方言群基础上的民间习俗信仰与文化仪式。华语戏剧就

扮演着民俗信仰与文化仪式的功能。”［66］在本土与故土、同化与异化的双向互动中，东南亚华语戏

剧得以移殖、形成、变异、发展，并成为“艺术中华”的重镇。张长虹认为，以酬神为最初目的的

潮剧，既反映出潮人的宗教信仰，也体现了潮剧与当地佛教、婆罗门教的文化交融。［67］康海玲也分

析了华语戏曲与华人宗教祭祀仪式的关系及其酬神娱鬼的宗教功能。［68］

五、结语

总体而言，东南亚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研究具有明显的与时俱进特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如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更好发挥东南亚华侨

华人宗教信仰的作用，将是未来研究的趋势所在。

今后的东南亚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研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拓展：

一是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的内涵有待于进一步明确。目前，学界关于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的内涵远

未达成共识，争议的焦点在于所谓的分散性宗教或者说民间宗教、民间信仰是否属于宗教信仰的范

畴，其根源是宗教内涵界定上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遗留，以及民间信仰内涵自日本学界而始的

各执一词。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观察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民间宗教、民间信仰，还存在一个“民间何

在、谁之信仰”的问题。目前的研究中依旧存在视东南亚华侨华人为中国“文化试管”的学术诉求，

并在学术实践中呈现出“中国中心论”倾向，导致学术问题的探讨不在同一个话语体系之中。

二是研究资料的学术价值有待于进一步挖掘。田野资料和文献资料相结合，是社会科学研究基

本的资料使用原则。正是以宗教信仰为关键词，通过链接华侨华人研究的相关知识点，建立田野资

料和文献资料之间的相关性，学界才取得了丰硕成就。但近年来也有一些研究在资料使用上存在问

题，既有田野资料和文献资料的相分离，也有田野资料、文献资料的“自说自话”“点到为止”，而

后者尤甚。如文献资料方面，部分研究存在重资料性使用、轻学理性分析的问题，缺乏文献资料使

用的理论敏感性。而一些集成类文献资料如《南洋史料》《南洋史料续编》《民国华侨史料汇编》等，

其学术价值尚未被系统挖掘出来。

三是女性移民的宗教信仰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早期的海外华人社会以男性为主，随着女性

移民的加入，海外华人社会的“中华性”成分越来越多，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海外



57

移殖。2002 年，李亦园就曾提出，要加强海外华人妇女的研究。对于海外华人妇女宗教信仰的研究，

此后虽有聂德宁、范若兰等人有所涉及，但从女性视角关注海外华人妇女宗教信仰的专题性研究至

今仍旧少见，这仍是一个需要深化的学术知识增长点。

［注释］

［1］� 陈荣耀：《强国梦——儒家文化与现代商品文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

［2］� 陈为民主编：《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精神的承接》，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 年。

［3］� 林济：《论海外潮商家族文化的心理嬗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

［4］� 梁英明：《东南亚华人研究——新世纪新视野》，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 年。

［5］� �陈文寿主编：《华侨华人的经济透视》，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

［6］� 龙登高：《跨越市场的障碍：海外华商在国家、制度与文化之间》，科学出版社，2007 年。

［7］� 李国梁：《近年来华侨华人经济问题研究的进展和思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

［8］�［20］黄海德、张禹东主编：《宗教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

［9］� 马涛：《儒家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49 页。

［10］� 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

［11］� 黄昆章、张应龙主编：《华侨华人与中国侨乡的现代化》，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年。

［12］� 柯群英：《重建祖乡：新加坡华人在中国》，香港大学出版社，2013 年。

［13］� 陈衍德：《现代中的传统——菲律宾华人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 年。

［14］� 王荣国：《海洋神灵：中国海神信仰与社会经济》，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 年。

［15］�［美］施坚雅著，许华等译：《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6］� 丘立本：《从世界看华人》，南岛出版社，2000 年。

［17］� �施雪琴、许婷婷：《海上丝绸之路与印尼民丹岛华人民间信仰的传播》，张禹东、庄国土编：《华侨华人文献

学刊》（第四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

［18］� 周南京：《风雨同舟——东南亚与华人问题》，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 年。

［19］� 黄昆章：《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世界华人研究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年。

［21］施雪琴：《菲律宾天主教研究：天主教在菲律宾的殖民扩张与文化调适（1565—1898）》，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22］庄国土等：《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年。

［23］曾少聪：《漂泊与根植：当代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24］李丰楙：《效忠与留根：马华在义山事件中的修辞表现与政治困境》，李丰楙等：《马来西亚与印尼的宗教与

认同：伊斯兰、佛教与华人信仰》，台湾“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2009 年。

［25］卓新平：《“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

［26］郑筱筠：《“一带一路”战略与宗教风险研究——基于可能性和必要性视角》，《世界宗教研究》2016 年第 6 期。

［27］徐以骅、邹磊：《信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2012 年第 1 期。

［28］徐以骅：《从“信仰中国”到信仰周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宗教互动》，《宗教与美国社会》2017 年第 1 期。

［29］张鹏：《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圈层扩展、社团构建及功能定位》，《世界宗教文化》2017 年第 5 期。

［30］马丽蓉：《中国周边国家宗教发展新态势与经略周边之策》，《世界宗教研究》2017 年第 5 期。

［31］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编委会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一辑·序言），“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

研究所，1984 年。

［32］李亦园：《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成立并举办“海外华人研究研讨会”祝贺词》，郝时远主编：

《海外华人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5 页。

［33］郑志明：《泰国华人社会与宗教》，《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4 期。

［34］朱峰：《基督教与海外华人的文化适应——近代东南亚华人移民社区的个案研究》，中华书局，2009 年。

［35］段颖：《泰国北部的云南人——族群形成、文化适应与历史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



58

［36］曹云华：《变异与保持——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年。

［37］陈美华：《马来西亚的汉语系佛教：历史的足迹、近现代的再传入与在地扎根》，李丰楙等：《马来西亚与

印尼的宗教与认同：伊斯兰、佛教与华人信仰》，2009 年。

［38］赵树冈：《族群互动的历史隐喻：菲律宾南吕宋岛的凯萨赛圣母》，《开放时代》2012 年第 12 期。

［39］陈景熙：《海外华人宗教的文化适应：以泰国德教白云师尊造像演变为例》，《世界宗教研究》2015 年第 2 期。

［40］谢剑：《志愿社团的组织原则：新加坡华人社团的个案研究》，李亦园等：《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下册），

台北：正中书局，1985 年。

［41］李明欢：《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 年。

［42］曾玲、庄英章：《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崇拜与宗乡社群整合——以战后三十年广惠肇碧山亭为例》，唐山出版

社，2000 年。

［43］曾玲：《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 年。

［44］曾玲：《社群边界内的庙宇、坟山与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帮群组织之建构》，张禹东、庄国土编：《华侨华人

文献学刊》（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45］黄树民著，素兰、纳日碧力戈译：《林村的故事：1949 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2002 年。

［46］王铭铭：《地方政治与传统的再创造——福建溪村祠堂议事活动的考察》，《民俗研究》1999 年第 4 期。

［47］宋平：《传统宗族与跨国社会实践》，《文史哲》2005 年第 5 期。

［48］陈进国：《中华信仰版图的建构与民间信仰形态的发展》，金泽、邱永辉主编：《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

（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

［49］范正义：《当前海外华人民间信仰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现象研究》，《世界宗教文化》2014 年第 1 期。

［50］林悟殊：《泰国大峰祖师崇拜与华侨报德善堂研究》，台湾淑馨出版社，1996 年。

［51］段立生：《泰国的中式寺庙》，泰国大同社出版有限公司，1996 年。

［52］高伟浓：《东南亚华人信仰诸神考说》，泰国大同社出版有限公司，2001 年。

［53］李天赐：《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年。

［54］李天赐：《海外与港澳台妈祖信仰研究》，华夏出版社，2008 年。

［55］徐李颖：《佛道与阴阳：新加坡城隍庙与城隍信仰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年。

［56］危丁明：《庶民的永恒：先天道及其在港澳及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5 年。

［57］石沧金：《海外华人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学林书局，2014 年。

［58］王爱平：《印度尼西亚孔教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 年。

［59］陈景熙：《海外华人文献与中华文化传承：新马德教紫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60］白玉国：《马来西亚华人佛教信仰研究》，巴蜀书社，2008 年。

［61］张钟鑫：《近代新加坡华人基督教研究（1819—1949）》，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 年。

［62］郑志明：《泰国德教会的发展》，陈景熙、张禹东主编：《学者观德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

［63］陈衍德：《菲律宾华人在中华文化传播中扮演的角色》，《海交史研究》2012 年第 2 期。

［64］郑志明：《客家社会大伯公信仰在东南亚的发展》，《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1 期。

［65］郑一省：《印尼棉兰华人“肃坛持戒”仪式探析》，《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6期；《印尼坤甸华人的“烧洋船”

仪式探析》，《世界民族》2012 年第 6 期；《印度尼西亚山口洋华人的元宵大游行探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1 期。

［66］周宁：《东南亚华语戏剧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5 页。

［67］张长虹：《移民族群艺术及其身份：泰国潮剧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年。

［68］康海玲：《泰国九皇斋节华语戏曲演出探析》，《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3 年第 4 期；《新加坡和马来

西亚华语戏曲的宗教背景》，《戏剧艺术》2013 年第 1 期。

  ［责任编辑：李斌斌］


